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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疫情防控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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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先民在与疫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这些经验进行总结会发现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在平衡生态、促使天人合一的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观念又在疫情

防控的举措上作出了指导，形成了中国古代独有的疫情防控思想。考察现存史料，对比儒、道、

法等主要思想流派的生态观，进而总结出传统生态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不贵难得之货这两大

具体思想特征。将这两大思想特征与传统文化中的疫情防控措施相结合，会发现“天人合一”生

态思想在促进古人认识疫病层面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而不贵难得之货则又使古人在防控

疫病角度能够克制私欲，从而与天人合一观形成互补，共同促成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对环境的

爱护这一良性生态观的形成。而在此基础上梳理历史文献，会发现古代的疫情防控措施并不因

为当时医疗条件的局限而一味呈现出愚昧落后的局面。相反，传统疫情防控思想认为疫病是一

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应该予以积极应对，提出应该重视感染疫病的患者隔离、积极干预治疗、普及

民众医学知识、注意公共卫生、注意疫情通报以及首重预防疫病的防控理念。而关于疫病的预

防措施，传统文化中的防控疫病思想又提出重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加强身体锻炼以提高免

疫力来预防疾病的方法，这些极具价值的思想无疑是今天做好疫病防控的重要思想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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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类在与新型冠状病毒展开殊死搏

斗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由于该病毒是之前从

未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人类对它的了解还

不是很透彻，这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极大的

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做好自我保护，包括保

持基本的手部和呼吸道卫生，坚持安全饮食习

惯、减少不必要的聚集等就显得尤其重要。技

术层面的研究正在持续进行，是否同时可以从

文化层面予以审视？从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在

其中的生态观中找到一些有利于疫情防控的经

验、思想，从而为人类应对重大疫情，构建一套

预警体系和防控措施提供中国智慧，在中华传

统文化的研究中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包涵丰富的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学界已有了大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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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可供参考。汤一介先生从《易》中蕴含的义

理阐述儒家思想与生态问题。[1]乔清举教授的

专著《儒家生态思想通论》（2013）和他的一系

列论文都阐述了儒家对生态问题的态度和相关

举措，为了解这一学派的生态观提供了帮助。①

祁志祥考察了道家生态美学意义。[2]张连国则

详细论述了《管子》的生态哲学内涵。[3]这些论

著阐述了先秦时期各个流派的生态思想观念，

着重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点。这些思想

在当前乃至今后应对生态环境问题都有很高的

参考价值。

乔清举教 授曾撰文提 到“生态哲学是 进

入二十世纪后，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剧，

首先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学问。中国传统哲学没

有作为概念的‘环境’、‘生态’，遑论这门学科

了。”[4]中华传统文化中本无所谓生态文化的概

念，尽管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理念、生态观，

但与其他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名词一样，

他都是西方概念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这

就使学界在使用这一概念的同时应该注意其

适用范围，究竟中华传统生态文化是否能在中

国历史上得到体现？或者说现存丰富的史料中

的确存在大量对生态的表述，这些表述前后一

致构成一定的体系乃至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文

化，从而影响一个时代的生态观，进而促成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则应该进行深入考察。

传统文献中确实存在大量关于生态问题的

记录。而且不局限于某一个学派，这在上文简

单的文献梳理中已得到了体现。但如果仅仅局

限于生态文化的考察，从宏观层面阐述保护环

境，尚不足以警醒世人。而中国历史上儒、道、

墨、法、阴阳、杂、农等百家九流，他们的思想

中都蕴涵着尝试对人与自然构建一种他们认为

最为和谐的关系。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思想的

很多成分在今天看来还是存在价值的。尽管各

个流派的生态观念或多或少存在差异，但从当

前疫情防控的角度来考察，可以发现这些生态

观念中存在一些共性特征。而现有的研究对于

这方面的涉及较少，也没有从系统梳理传统生

态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述。而将传统生态文化纳

入疫病防控的层面加以考察，更能直观体现传

统生态文化的约束力度的大小和相关制度的得

失。因此在疫病防控角度找出传统文化中的共

同理念、措施具有现实意义。

在儒家生态文化中较为显著的特点如重天

人合一，敬重自然，能够视自然为生命的一部

分，故而能做到“斧斤以时入山林”，从而实现

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也由于天人合一，才能

在敬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而热爱自然、保护环

境，乃至于法家甚至规定不得向街道乱弃垃圾。

《韩非子·内储说上》：“殷之法，弃灰于公道

者，断其手。”[5](P167)当然韩非子以重刑禁止弃灰

于道是为避免百姓之间的争端，但其中也蕴涵

了保护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已得到充分研究，

在学界也取得了共识。这里着重阐述先秦生态

文化中的另一特质，即“不贵难得之货”。从生

态文化的角度解读即不对自然界过分索取。由

于这句话出自《老子》，②故学界多从道家的角

①这一系列论文中比较重要的有，乔清举．儒家生态文化的思想与实践[J]．孔子研究，2008(6)．详细考察了儒家生态文

化思想和实践两部分内容。乔清举．论儒家的祭祀文化及其生态意义[J]．现代哲学，2012(4)．从儒家祭祀文化着手，考

察其对自然的敬畏和报答，认为人从属于自然，使人们对于自然保持敬畏的情感。乔清举．论儒家自然哲学的“通”的

思想及其生态意义[J]．社会科学，2012(7)．通过论述儒家自然哲学中“通”的四方面内容和价值来表明儒家哲学的生

态本性。乔清举．儒家生态哲学的基本原则与理论维度[J]．哲学研究，2013(6)．从基本、宗教、道德、政治四个维度考

察了儒家生态哲学的定位和意义。乔清举，曹立明．论儒家生态哲学的范畴体系[J]．道德与文明，2016(4)．探讨了儒家生

态哲学的构成体系，认为其中包含着自然对于人的行为的制约。乔清举．儒家生态哲学的元理论体系建构及其意义[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4)．探讨了儒家生态哲学的元理论体系的内涵、范围、研究方法等特点。

②《老子》第三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六十四章：“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魏源对于贵的

诠释说：“货以难得为贵，则民病其无而至于盗。”见﹝清﹞魏源．老子本义[M]．诸子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6：3．王弼认为“难得之货虽细，贪盗为之起也。”又说“贵货过用，贪者竞趣，穿窬探箧，没命而盗。”见﹝魏﹞王弼．

老子注[M]．诸子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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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阐发他，也限制了其生态思想价值的阐发。其

实，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同一性，诸子百家都有相

通之处。道家观点，其他学派亦可见到相关痕

迹。这在治先秦学术者已有发现。现仅就此特

质作出阐述，先以儒家而论。

儒家重 礼，从 繁复的 礼仪中体 现出儒家

“不贵难得之货”的生态理念。儒家推崇的礼

的象征物礼器被视为国之重宝，灭其国必毁其

宗庙，迁其鼎（礼器）。于是有“桀有昏德，鼎

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

说法。因此礼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难得之货、

宝贵之物。在先秦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最为珍

贵的国之重器。但儒家对于礼器中的重器九鼎

是什么看法呢？儒家经典之一的《左传》借王孙

满之口提出了“在德不在鼎”[6](P4056)的观点。这

是其不贵难得之货的一个重要例子。类似的例

子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再次出现过。吴

起作为魏武侯的大臣，在魏武侯因自己的疆域

拥有山河险阻而洋洋得意的时候给予他严正的

劝谏。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

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

在险……”[7](Ｐ2623)

这则史料与《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回答

楚庄王的措辞结构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将道德

提升至物质之上。只是《史记》更加扩大了贵

重之物的范围，但二者蕴涵的儒家不贵难得之

物的价值理念却如出一辙。这也从一个侧面印

证了上文所谓的儒家文化渗透进社会的各个方

面。尽管司马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儒者，但在他

的时代儒术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其或多

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亦在所难免。自汉代以来，

诸代帝王多有以禁止地方贡献方物的做法很好

地阐释了儒家不贵难得之物的为政理念。如《文

献通考》卷二十二《土贡一》就详细记录了各地

贡献方物的详情。大概可分为四类，其中反例与

文意不涉故不录，仅采与文有关者三类如下。

（一）拒绝方物

例1：文帝后六年，大旱，蝗，令诸侯毋入贡，

弛山泽。

例2：东汉世祖建武十三年，诏曰：“往年已

敕郡国，异味不得有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

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官

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者，自如旧

制。”

例3：野王岁献甘醪、膏饧，每辄扰人，吏以

为市。樊儵临终，奏乞罢之，明帝从之。[8](P646)

这3例拒绝方物的史料只不过是从《文献通

考》随意摘录出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分析

这3例，都是汉帝拒贡奉之例，如第2例是汉光武

帝拒各地进献美食异味的例子；第3例是汉明帝

采纳樊儵的建议，再次禁止地方进贡美食的例

子。值得注意的是进献之物都是具有难得之物

色彩的方物。

（二）处罚进献者

为了进一步实现德政，贯彻不贵难得之货

的理念，还存在对进献方物以阿谀上级的作法

进行处罚的事例。

例1：晋武帝时，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

帝焚之於殿前，乃敕内外敢有献奇技异服者罪

之。[8](P647)

例2：孝宗登极赦：“自今仰州军条具土产合

贡之物闻於朝，当议参酌天地、宗庙、陵寝合用

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外，其馀

一切并罢，州郡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8](P676)

不管这些例子中的帝王是否出自真心实意

禁止地方进献方物，但对不听禁令者予以惩罚

的措施多少体现了儒家德治的意味。而不贵难

得之货则是儒家德治的一个具体细则。

（三）进献方物额度

《文献通考》在这里引用唐《通典》的记

载，这里只是略举几例以说明问题。

马翊郡（贡白里皱文皮三十一领。）

扶风郡（贡龙须席十领。）

朔方郡（贡白毡十领。）安化郡（贡麝香

二十五颗。）

咸宁郡（贡麝香一颗。）

河东郡（贡绫绢扇四面、龙骨二十斤、枣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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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凤栖梨三千五百颗。）

彭城郡（贡绢二十匹。）

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柑子二千颗、五加

皮二斤、杜若二斤、芒硝四十斤、鬼臼二斤、蜡百

斤。）[8](P650-668)

从上述贡奉的特产的名目数量明显看出儒

家不贵难得之货理念的限制，进贡之物无论数

量还是种类都达不到贵重的层面。在专制时代

面对至高无上的君权，扶风郡甚至只需要进贡

龙须席十领！而且各地所贡之物都是些橘子、

茶叶、丝 麻、药材之类的寻常土特产，并不是

什么奇珍异宝。当然这只是土贡，进贡的一种。

《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

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

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

贡。”[9](P1395)按照《周礼》的意思，进贡的物品有

九大类。这当然只是一个概数，因为进贡的目的

《周礼》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就是“致邦国之

用”。国家用度只靠这九类物品显然是不够的。

但即使如此，儒家不贵难得之货的理念已经深

入到社会各个方面了。

生态文化上，最显著的地方就是不好奇珍

异兽，不寝其皮，不食其肉。而且历代帝王多有

下令禁止进贡异味、珍馐的事例。这在上文已

经列举出来了。那么民间是否仍然受到儒家生

态文化理念，具体来说在饮食上不贵难得之货，

不食用或很少食用野生动物？许倬云先生引宋

玉《招魂》、景差《大招》认为南方楚人的肉食

多为常见肉食。此处列出的食物“多野味而少鱼

类，大约作者为了招诱魂魄，只举了难得罕见的

异味，反而把日常食物不提了。”[10](P13)许倬云教

授还根据《礼记》总结了先秦时期肉食的种类

有：牛、羊、豕、犬、鸡、雉、兔、鱼、鹑䳛、蜗、

鳖、麋、雁等。这些肉食来源几乎与今天世界上

的肉食来源无异，可算作寻常食物。

法家与儒家在很多地方都是针锋相对，那

么法家是否具有类似的生态理念？先看《管子》

卷二十三《地数》篇的记载：

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

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

矣。[12](P1360)

明言禁令而果于杀伐，是典型的法家作风，

这也是一些学者将《管子》列入法家的原因。①

在封山的时段敢有犯禁入山捕猎采伐者，施以

肉刑。在这种禁令下，哪有人敢犯险去猎取山珍

异味呢？若说这则史料言之不详，还可以看下

一例。《管子·禁藏》：

“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折

竿，所以息百长也。”[12](P1017)

直接申明不要有杀生，取卵，伐木，摘花等

行为。但如果武断执行禁令，在当时物质条件不

发达的时代实在也不现实，如何把握禁令，《荀

子》在《王制》篇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

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

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

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

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

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

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13](P105)

也就是说在草木鸟兽繁衍的时候，人不要

去干预大自然。为的是能够取得自然与人的可

持续发展。但可以看到这些可供人持续发展的

资源也不是难得之物。

古人不仅注意到不贵难得之货，同时也认

识到要注意以时节向自然索取。而即使对于自

然界寻常的资源的索取，古人也认识到过渡开

发索取的危害。《吕览》卷第十四《必己》篇就

讲了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宋桓司马有宝珠，抵

罪出亡。王使人问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

①《管子》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归为道家，自《隋书·经籍志》改列法家。而管子思想庞杂，不成于一时一人，其中

确有类似于老庄的思想，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可以视为“申、韩之先驱，斯、鞅之初觉。”故后世多将管子视为法

家代表之一。详见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清﹞戴望．管子校正[M]．诸子

集成，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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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竭池而求之，无得，鱼死焉。”[13](P157)这就

是竭泽而渔的源头。同卷《义赏》篇更为明确

地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

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13](P147)可见无休

止，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即使在两千多年前

就被古人充分地认识到其危害。这样的事例还

有很多。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就有类似的禁令：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

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

□□□□□□毒鱼鳖，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

之。”[14](P26)

可见对自然的索取注意不重难得之物、不

贵难得之货，注意取之有时、取之有度是中国传

统生态文化的基本思想。无论是儒家、道家，还

是法家，都记载有这一基本思想。而这一良性生

态思想恰好值得人与自然矛盾空前突出的现代

人类社会认真思考和借鉴。特别是在当前病毒

源头、自然宿主都不甚明确的情况下，贯彻传统

生态观中不重难得之物、不贵难得之货，对自然

资源取之有时、取之有度的理念，对大自然保

持敬畏之心是人类防控病毒的最好办法之一。

二、传统生态观指导下的疫情
防控措施

从病毒学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发展史，就

是一部与疫病不断作斗争的历史。中华民族历

史悠久，早在西周时期即有关于疫病的记录。

《诗·小雅·节南山》：“天方荐瘥，丧乱弘多。

民言无嘉，憯莫懲嗟。”郑玄笺：“天气方今又重

以疫病，长幼相乱而死丧甚大多也。天下之民

皆以灾害相吊唁，无一嘉庆之言，曾无以恩德止

之者，嗟乎奈何。”[15](Ｐ944)又《公羊传》卷八庄公

二十年：“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

者何？㾐也。”注：“㾐者，民疾疫也。”[16](P4855)这

些都是目前古文献中较早的关于疫病的记载。

而曹植在《说疫气》中的描绘①，以及《晋书·武

帝纪》的记载②则在疫病给人们带来的灾祸之

惨烈程度和影响范围上作出了详尽的记录。据

粗略统计，先秦时期，有5次疫病记载，秦汉时

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

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清朝则

多达74次。这只是正史记载的大疫情，而载于

方志及其他史料中的局部疫情尚未统计在内。

由于疫病频繁发生，中华民族的先祖们总结出

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并形成独特的生态文化，这

在上文已经作出考察。下面对古人具体疫情防

控措施作出考察，特别是传统生态文化与防控

措施之间的关系。

（一）传统疫病预防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原则对中国

历史影响巨大，中医自然也不能摆脱其影响。中

医认为疫病的来源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天无

一岁不寒暑，人无一岁不忧喜，故有天行瘟疫病

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

不得无之。……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

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则病无所侵矣。”③

一方面孙思邈认为疫病是与四季更替等自然现

象一致的，是自然的一部分，即“天”的一部分，

是与人一致的，因而无法消除，“是以圣人虽有

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疫病的致病源

头病毒在地球上已存在了三十多亿年，而有文

字记载的人类历史才仅仅数千年，以现在人类

的科技还无法完全认识病毒。从这一角度看，

孙思邈的观点符合实际。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人

类要坐以待毙？孙思邈认为人类虽然不能完全

消灭疫病（病毒），但是可以“以道御之。其次

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

①曹植在《说疫气》中写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见赵幼文校注．曹植集

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177．

②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即政府因疫病而停

摆。见﹝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65．据沈约《宋书》记载此次大疫死亡人数达十万人。

③﹝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35册，第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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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病毒虽然可怕，但只要掌握规律，再根据

规律适当调养，还是可以避免病毒的侵害。在他

看来避免疫病侵害的办法有两种，这两种方法

也是基于“天人合一”的原则。他说既然“天地

有斯瘴疠”，所以应该“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

之”，这个方法即使今天也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就是在认识病毒的基

础上阻击病毒。现在研究病毒找到的抗体也是

以“所生之物”来“防备”病毒。因此虽然现代

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但相关原理在中华传统文

化中还是能够找到论述。在孙思邈看来，只有

做到这样才能“病无所侵”。他坚持的第二个方

法就是“摄生”。即养生，要“能知撙节，与时推

移”，即善于节制自己，不贵难得之货，同时要善

于适应自然的变化，还是要做到“天人合一”。

中华传统文化中摄生的另外一个影响深远

的原则就是“以形补形”。《黄帝内经·五常政大

论篇》说，“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①)

就是说这个原则。《黄帝内经》把人的五脏与五

行五色相比对，并认为食物的五味可以与之相得

益彰，即“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

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

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

宜食咸。大豆、猪肉、栗、藿皆咸；肾色黑，宜食

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②这样人的五脏与

宇宙中的五行、食物的五味互相调和再次印证了

“天人合一”原则。从上文的论证可以看出，这

一原则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屡被现代

医学质疑的“以形补形”原则，也具备一定的科

学原理。当然也要注意到过分遵崇“天人合一”

原则对疫病的防治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如在科学技术条件不发达的古代，古人对

自然界的许多现象无法做出科学解释，因此

认为疫病是上天对人间的诸多不满的一种谴

责。《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说“灾者，天之谴

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

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17](P259)

于是遇到疫情不去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想办法，

反而要求君王象征性地下罪己诏，甚至“有天灾

则饰明堂”③的做法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关于疾病预防，传统文化中的防控疫病

思想首重个人卫生。《礼记·丧大记》：“疾病，

内外皆扫。……彻亵衣，加新衣。”对于因疾病

而病危的人要彻底清扫他的居住，还要换下他

穿过的衣物，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认识到

个人卫生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墨子·非攻》

才说：“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饮之不时，饥饱之

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将居处

之不安（不洁净、不卫生）作为人们生病的一个

重要的因素来对待。

个人卫生都如此看重了，那么直接关系到

人们身体健康的饮食卫生自然在传统防控疫病

思想中更受重视。因此孔子在《论语》中说得更

为详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

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食物腐败、食

物未彻底加工熟孔子都认为不能食用，《鸡肋

编》也描绘东南一带“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

煎水”[18](P10)。这些涉及个人饮食卫生的观点、具

体措施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合理成分。

另一方面，疫病预防应重视环境卫生问

题。《孙子兵法》中就提到“凡军喜高而恶下，

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

胜。”对此，北宋的梅尧臣进一步发挥道：“下

则卑湿，所以生疾。”因为地势低下则阴暗潮

湿，易生病菌，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不利于

健康。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懂得环境卫生

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上文也提到《韩非子》

中明令 禁止在街 道乱扔垃圾。唐代长孙无 忌

在《唐律疏议·杂律》也说：“其有穿穴垣墙以

出污秽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

司不禁与同罪。”①再次以法律的形式声明了

注意公共环境卫生的重要。《后汉书·张让传》

①《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73册，第248页。

②《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73册，83-84页。

③《大戴礼记》卷八，《四部丛刊·经部》第4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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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记载当时的人们懂得给道路洒水以避免

扬尘肆虐。“又作翻车渴鸟，实施于桥西，用洒

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19](P2537)唐人还

知道对山林、湖泊等自然资源予以保护。并通过

法律手段对不合时宜的烧荒砍伐树木等行为进

行惩罚。②元代甚至严禁人们污染河水。《新元

史·河渠志二》：“至治二年敕金水河在世祖时

濯手有禁，今则洗马者有之。比至秋疏涤，禁诸

人毋得污秽。”这些都显现出古人很早就认识到

环境卫生的重要价值。

最后，古人还懂得加强身体锻炼以预防疾

病。《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且 少小常苦

被 褥 泰 温，泰 温 则不能便 柔肤弱体，是以难

可防护，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 缦袍，不

至于甚厚，则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寿于南山

矣。”[20](P414)认为小孩子常处于温暖的被褥下反

而不利于其身体的健康，应该盖稍微薄一点的

被褥，这样才能磨砺意志锻炼身体，从而获得

健康的体魄。到宋代，还经常有类似的言辞出

现。如《宋史·呼延赞传》说：“盛冬以水沃孩

幼，冀其长能寒而劲健。”[21](P9489)又同书《郭忠

恕传》也提到郭忠恕这个人“盛暑暴露日中，体

不沾汗，穷冬凿河冰而浴，其旁凌凘消释，人皆

异之。”[21](P13087)他们都是通过恶劣的环境来磨

砺体魄，锻炼身体，从而获得较强的免疫力。这

些强身健体的方法业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符合

养生科学的。

（二）传统疫病防治措施

在具体疫病防治措施上，古人认识到疫病

的严重性。“民之灾患，大约有四，一曰人疫，二

曰旱，三曰水，四曰牛瘴，必岁有其一，但或轻

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为甚。”[22](P1507)将疫病

视为四害之一。因此在遇到疫情发生时，亦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予以应对。对于疫病，政府也倡

导积极防控、积极治疗，而且许多措施今天仍然

适用，值得学习。

第 一，认识 到 疫 病 具 有传 染 性，应 对 病

人及时予以隔离治疗，以阻止疫情扩散。《太

平圣惠方》卷16《治时气令不相染易诸方》中

说：“时气相染易者，即须回避，将息饭食之

间，不得传吃，但一人受病，全家不安，有此相

染。”[23](P458)晋代也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

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正因对

疫病的传染性有了正确的认识，所以开始修建

专门的场所隔离病人。早在汉代，面对疫病政

府即开始“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专门以空

房舍安置病人。到宋徽宗时，古人已懂得将轻

症重症病人分开安置，“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

处之，以防渐染。”这一点非常难得。事实证明，

直至今日，应对传染性强的疫病，这一方法仍然

奏效。宋代苏轼也曾经建造收集患疫病的病人

的病坊。轼又作 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

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

死，比他处常多。”轼乃裒集羡缗，得二千，复

发 私 槖，得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蓄钱粮以

待之，名曰“安乐”。崇宁初，改赐名曰“安济”

云。[22](P10495-10496)当时的政府采纳苏轼的建议，

为病坊里的工作人员予以奖励。“诏杭州管病

坊僧人每三年医较千人以上，特赐紫衣及度牒

一道。”[22](P11084)从医人员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提高了他们照顾病人的积极性，为战胜疫病提

供了更为有利的人员保障。

第二，向公众派医赠药，进行积极干预治

疗。《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十二》载：淳化三年五

月，诏以民多疾疫，令太医局选良医十人，给钱

五十千，为市药之宜，分遣于京城要害处，听都

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疾而至者，即珍视，

仍遣内侍一人按行之。[24](P3633)除了组织医生进

行治疗，赠送药物之外，官府及社会豪族大家还

大量刻印医书，分发众人，为民众普及医学知

识。而且还开始注意公共卫生，对疫病中去世

的病人尸体，开始集中安排专门机构收治，于远

①﹝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二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2册，第323页。

②《唐律疏议·杂律》卷二十七记载：“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又曰：“毁砍伐树木稼穑者准盗窃论。”见

是书第336页；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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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居民生活区、水源区集中火化，杜绝传染。此

外在疫病流行期间，一些政府官员开始注意清

理沟渠，疏通城市污水道，上文也提到韩非子

曾主张以严刑酷法禁止民众乱倒垃圾。这些都

反应出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生态文化在疫病

防控措施上的持久生命力。

第三，认识 到及时 掌握 第一 手资 讯的重

要性，采取有效的疫情通报机制。各级政府较

为注意发布相关疫情信息。中央政府也经常要

求地方政府及时上报疫情。《魏书·世宗宣武

帝纪》中记载面对疫病，魏宣武帝专门发布诏

书要求“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 术

耳”，详细通报疫情，以便予以处置。宋仁宗针

对疫期地方官员上奏的相关情况较少，也专下

诏书要求地方及时通报信息。这些措施在古人

看来，是十分常见的，还是由于“天人合一”观

念的影响，在当时人的理念中，君王与下层应该

具备宇宙与人一样的结构关系，君王消息闭塞，

就相当于个体身患壅塞 病、自然 界河流堵塞

一样，这是不合理的现象。传统生态文化还认

识到疫病多与鸟类有关。《太平御览·疾病》引

《山海经·中山经》说复山有企踵之鸟，“见则

其国大疫”。又引盛弘之《荆州记》说有一种鸟

“以三月自苍梧而度，群飞不可胜数，山人见其

来，多苦疫气”①。可见传统生态文化已经认识

到候鸟按季节四处迁徙容易传播疾病，从今天

禽流感病毒的传播途径来看，传统文化中的一

些记载仍具有时代价值。

第四，古代开始注重以法律手段来防治疫

病。上文提到的《韩非子·内储 说 上》“殷之

法, 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

断手”。这即是以严刑处罚破坏公共环境的行

为。儒家虽然推崇德治，摒弃严刑酷法。但是

儒家同样以礼的方式给社会划定一个共同遵守

的准则，并企图以礼治代替法治。事实上礼法

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礼记·月令》在涉及到

环境保护方面，同样规定了一系列的禁制。如规

定初春的时候“禁止伐木,毋覆巢”等等。这与

上文提到的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禁令几乎如出一

辙。可见，古人为营造一个合理的生态环境是以

法或类似的强制手段来维持的。另外，面对疫

情，古代往往设置专门机构收容病人，采取专

门措施赈灾救人，这些措施的顺利开展都离不

开政府的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相关重要

物资如医药等，政府已经懂得实施强制管理。

自晋代开始，历朝皆颁布药典,对药品实行国家

管制。对于突发的疾疫,政府还形成了一套较为

成熟的应急办法。如准备、派发药物, 及时视察

疫情,主动采取隔离措施，设置专门机构收治病

人，同时减免灾区赋税,减轻摇役,发放物资救

济灾民,对受灾家庭给予补助。对处置不力，执

行抗疫政策不彻底，导致疫情扩散的官员予以

严惩这从一些官员害怕疫情上闻而瞒报疫情可

以体现出当时惩罚的力度之大。在现代，以完

善法治的手段来防治疫情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

键。无论是疫病的预防、还是面对疫情的应急

措施、具体物资的调配、疫情实时资讯的上传

下达等问题，都应该以法律的形式作出相关规

定，在具体的事件里有一套应急处理的灵活措

施，才能打好疫情防控战。

最后，传统文化中防控疫病思想最有价值

的是首重预防的理念。这一理念对今天的疫病

防控有着重要指导价值。前面说过病毒存在地

球已达数十亿年，其间又历经多次进化，其适

应能力、存活能力十分强大，这无疑加重了人

类攻克它们的难度。因此面对病毒，最好的办

法是远离它，预防它。这些重视预防的思想在

传统医学典籍中几乎随处可见。《淮南子·说山

训》认为：“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

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黄帝内经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也提出：“圣人不治已病，

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

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

斗而铸锥，不亦晚乎？”①此尤见古人未雨绸缪，

较强的危机意识。又如《备急千金药方·论诊

候》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

①﹝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42，《四部丛刊三编》，第338册。



第6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疫情防控经验及启示 ·135·

医医巳病之病。”②加上传统养生文化重摄生以

远病，这些重预防、不贵难得之货和天人合一的

生态养生理念为古人防控疫病、战胜疫病提供

了理论支撑，也是先辈从一次又一次大疫中站

起来继续书写历史的经验总结。

三、传统生态文化观念下的疫情
防控启示

通过上文的梳理不难发现，传统文化在疫

病防控中的诸多措施直到今天仍然行之有效，

许多防控措施的操作方法、运作原理也为当前

疫病防控所采用。那么，传统文化中的疫情防

控思想对于今天的疫情防控工作究竟有什么

启示和值得借鉴的地方？在新冠病毒继续在全

球肆虐的今天这一问题显得具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首先要认真领会“天人一体”、“天人合

一”思想，切实做到尊重自然，认识到人是自然

界的一份子。从而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进而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次要注意运用法

律手段。既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使得从疫情

预防到疾疫防治，再到人员物资调配、信息传

播等等都可以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只有坚守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协同发力，才可

整体提升依法防控治理能力，为重大疫情防控

提供有力的卫生法治守护屏障。[25]在具体疫病

防控上，要高度重视隔离这一已有两千多年历

史的老办法，不能产生 麻痹或因疲倦而 疏 忽

隔离防 控的思想。传统疫情防控思想极为重

视疫病患者的隔离措施。现在可以看到的史

料显示至少在两汉时期人们就开始注意运用

这个方法应对疫情了。这些例子传统文献里有

很多，上文说的《晋书·王彪之传》，《宋史·李

大同传》也提出“置养济院又创安济坊，以居病

囚。”[21](P12642)的办法，只是比较具体，因为此

例涉及监狱这样的封闭空间如何隔离患者的

办法，也值得今天借鉴。古人甚至早就认识到

在城市中严格划分居住区与市场交 易区。分

离的做 法可以避 免细菌或病毒感染，在一定

程 度 上降低了疫 情发 生的可能；另一方面 不

同类型的居住区分离，限制了人口市内流动，

即使 发生疫情也可避 免大范围传播，客观 上

有助于疫情防控。这也是 对隔离措施的进一

步发挥。[26]这里不妨再 举一例，《清史稿·赵

开心传》：“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

京师民有痘者，令移居出城，杜传染，有司行

之急，婴稚辄弃掷。开心疏请四郊各定一村，

移居者与屋宇聚处。”[27](P9605)这则史料也比较

具有代表性，不仅提到了要对感染疫病的患者

进行隔离，还较早地提出了专门设置单独的处

所，并给予患者一定的生活物资，使其能够自

处以待进一步治疗的中国古代对疫情防控就

一贯采取国家积极干预政策。如宋代赵汝愚父

子创办养济院积极收治病人。《宋史·赵崇宪

传》：“初，汝愚捐私钱百余万创养济院，俾四

方宾旅之疾病者得药与食。岁久浸移为它用，

崇宪至，寻修复，立规约数十条，以愈疾之多寡

为赏罚。弃儿于道者，亦收鞠之。”[21](P11992)不仅

积极收治病人，甚至以治愈病人的多寡作为衡

量绩效优劣的标准。最后，传统文化中的疫情

防控思想还有一条最为重要的准则，即相信科

学，大力推广医学知识，破除迷信。早在隋唐时

期，政府即开始大力提倡医疗治病，反对巫医

迷信。政府大量赠送医书给百姓，努力普及人们

的医学常识。如南宋时期，政府设立惠民局，派

发医书，为提高人们的医学知识，破除迷信提供

了有力的武器。《宋史·高宗本纪七》：“（绍兴

二十一年二月）乙卯，诏诸州置惠民局，官给医

书。”[21](P572)这些措施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抗疫工

作奠定了庞大的全民科学理论体系。尽管当时

的医疗条件、医学知识尚不发达，但其中蕴涵的

精神内涵仍然值得今天进一步借鉴。相信科学

的另一准则，即是应该秉承传统抗疫思想中的

一旦染病要早治疗的原则。明代著名医学家吴

①《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33册，第15页。 

②﹝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35册，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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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ZHANG Gong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many major outbreak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ancestors have accumulated 

①﹝明﹞吴有性．《瘟疫记》（卷上）《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79册，第10页。

有性就曾指出：“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

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

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

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但要量

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

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

之弊”①即强调要趁病毒侵入不深，人体气血未

乱之际尽快对症下药，积极救治。这一做法以

及其中蕴涵的科学精神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积极

作用，也体现出传统抗疫思想的巨大价值。

总之，今天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抗

疫思想，首先要回归“天人合一”的本源，树立

尊重、爱护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不贵难得

之货的良性生态观；其次，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

法治思想，懂得以法律的手段应对突发疫情；

第三，要摒除传统文化中不合理的成分，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善于甄别，积极发挥传统

文化中的抗疫思想合理可取的部分，加大研究

力度，使社会进一步回归理性，为人类对抗疫病

提供更多的思路方案和历史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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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 experience in fighting against them. The summary of these experiences introduce us that the ecological 
outlook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played a crucial part in balancing ecology and promoting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humanity, which has provided guidance for us about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ming a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deology unique to ancient China. Investigating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comparing the ecological views of the main schools of thought such as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Law, we can summarize the two specific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humanity” and not value rare good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mbining these two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ethod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ll find that the ecological ideology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plays a positive guid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anci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epidemic, and making little of rare goods guides ancient people restraint lu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compensate the former, thus jointly contributing the formation of 
virtuous ecological outlook of reverence for nature and cherishing the environment. On this basis, if we look 
at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it will be found that the method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dn’t be 
confined to a benighted situation on account of the boundedness of healthcare at that time. On the contrary, 
propos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ncept of putting emphasis on the isolation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the epidemic, active intervention and treatment, popularization od the public’s medical knowledge, attention 
to public health, attention to epidemic notification and most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prevention of epidemic 
diseases, tradi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deological supports the idea that we should positively 
cope with epidemic disease, as it’s a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 As for the preventive methods of epidemic 
diseases, the idea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raditional culture also puts forward the methods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ersonal hygiene, environmental hygiene and strengthening physical exercise to 
improve immunity to prevent diseases. These extremely valuable ideas are indubitably the precious source of 
ideas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day.

Key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the unity of nature and humanity；not value rare goods；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virtuous ecological outlook


